逻辑能解法律论证之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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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律论证其本质是基于法律证立判决，其关键问题是基于规范推导问题与价值选择问题。法律论证之困实际上就是规范推理难题以及价值选择难题，其中约根森难题是规范推理难题，而涵摄与例推难题、德沃金唯一正解难题与明希豪森困境是价值选择难题，也是法律论证之真正难题。逻辑是对有效推理规则的研究，承担着回答约根森难题的重要任务与使命，必须提供规范推理一致性或有效性标准，应当建构出新的逻辑操作技术，使司法裁决真正受到法教义学和逻辑的双重检验，但它不能解答价值冲突的选择与平衡标准问题，因而不能消解涵摄与例推难题、德沃金唯一正解难题与明希豪森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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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德国法学家布赫瓦尔德（Delf Buchwald）指出，法律思维有三个关键的领域，即法律概念和体系的建构、法律的获取、判决的证成。司法的最终任务就是解决事实的法律评价问题，即将法律适用于案件事实，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决并对其加以论证。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决并论证其裁决成立的过程，被称为判决论证或推理(judicial reasoning)，亦称为法律论证。

在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一直强调法官公开判决理由，强调论证判决，强调判决证立（justification）。
要求法官为判决结论提供正当理由，证明其判决是成立的、正当的或有正当理由的、不可推翻的、具有正当性或可接受性(rational acceptability)。即将判决的正确性建立在判决的不可推翻性上，建立在判决的可证立性之上。正如美国大法官杰克逊指出：“我的判决之所以是不可推翻的，不是因为我的判决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我的判决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我的判决不可推翻。”法律论证是“一种特定的、高度制度化与形式化的道德推理类型”
。法律论证问题是法学领域的一个前沿与热点问题, 
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也是法律逻辑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约根森难题
丹麦逻辑学家约根森（Jørgensen）指出：“根据逻辑推理的一般定义，只有有真假的语句才能在一个推理中作假设或结论；然而事实是，一个祈使语态的结论可以由两个假设得出，这两个假设的其中一个是或两个都是祈使语态的。” 在真值逻辑中，对推理有效性作以下定义：一个推理是逻辑有效的，当且仅当不可能其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即结论是前提的逻辑后承。而祈使句没有真假，因此包含祈使句的推理不能被视为逻辑推理，因而无逻辑有效性可言，但事实上存在包含祈使句为前提或结论的推理，在直觉上是被认为有效的，这两方面构成了冲突，这就是所谓的约根森难题。
约根森难题可推广到法律论证与推理之上。约根森难题有两个假设：一是有真假的语句才能作为逻辑推理中的前提与结论；二是祈使句没有真假。法律论证是包含规范命题为前提或结论的推理，许多法律论证与规范推理在直觉上被承认是有效的，应该有相应的逻辑评价它们的有效性，但对于该类论证与推理是否正确，约根森难题指出无法从逻辑上做出评价。约根森难题对规范推理构成了挑战，对法律可推导性与判决可论证性构成了挑战。
约根森与瓦尔特通过说明规范语句可以有真假而承认规范语句作为逻辑推理前提的合法性，以此消解约根森难题，此方案称为真值语义学解决方案。约根森区分祈使句的祈使因素与指示因素，指出前者描述说话者的意愿与愿望，因而没有逻辑后承，后者可以表达为指示性语句，因而有真假并能够被一般逻辑规则所支配。瓦尔特将规范与规范语句区别开来。指出规范语句对应于规范世界，规范语句描述规范世界中的各种规范、规则和道义。规范没有真假，但规范语句不是规范本身，规范语句可以为真，规范语句的真取决于与规范世界中的规范的符合。他指出：“如果将规范三段论的前提视作可以为真的句子，约根森关于逻辑应用的异议也就不再重要了。”
上述这种方案并没有完全解决约根森难题。首先，上述方案没有能够完全解决规范语句可以为真的问题。正如魏因贝格尔指出：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事实一致性，因而可以为事实语句确立真的标准。但规范世界中的规范并不具有如此一致性，因此，规范世界不能为规范语句确立真的标准，规范语句也就因此而不能被断定为可以为真。其次，按照上述方案，规范之间不存在逻辑推理，就不能解释法律规范基于推导的生成或衍生的现实。麦考密克所言：“在规范的领域内，有这样一些逻辑的关系和联系，借助于正式的规则可以使它们具有决定作用。如果规范被当做前提时是有效的话，那么规范的可以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后果也总是有效的。”第三，上述方案没有触及约根森难题的根本。尽管此方案强调规范语句与事实语句一样可以有真值，但这两种“真”其实是语词相同但意谓完全不同，因此，仅仅说规范语句与事实语句一样也可以有真值，并不能回答规范三段论为何是逻辑推理，不能解答“因现实世界中的事实而为真”的事实语句与“因规范世界中的规范而为真”的规范语句之间的推理为何是逻辑的。
因此，将司法三段论概括为亚里士多德三段论或一阶谓词逻辑推理就面临约根森难题。国内外学界认识到，经典逻辑不足以刻画法律论证与推理。一些学者建立了道义逻辑系统， 冯·莱特和安德森的道义逻辑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应当指出，冯·莱特和安德森以及其后的道义逻辑系统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是上述系统建立在广义模态逻辑理论之上，建立在基于真值的可能世界语义学之上，仍面临约根森难题；二其逻辑语言是贫乏的，缺乏对规范三段论的表达与刻画；三对规范算子的某些逻辑刻画并不适用于法律规范词，某些推理规则与法律规范推理相抵触。
阿尔乔隆和马尔蒂诺主张放弃真值语义学方案，甚至放弃语义学概念，寻求从逻辑的语法层面解答约根森难题。他们认为，规范没有真假但它有逻辑，从假设后承而不从真值概念或语义概念出发可以说明规范推理的逻辑性或有效性。主张逻辑无需真概念，主张“没有真值的逻辑”（Logic without Truth），甚至主张逻辑推理不依赖语义。应当指出，这种放弃语义概念的方案扩大了逻辑的范围，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约根森难题。仅对推理系统进行构造并没有能够使逻辑后承完全摆脱语义学概念。构造与刻画逻辑推理不但要诉诸于语法层面的假设后承或逻辑后承概念，还需要其语义层面的解释。正如达米特所言，任何一个逻辑系统未必需要真值语义学，但一定需要语义学，即一个正确性或合理性的评价系统。
弗雷格指出逻辑本质是追求真。真值语义学刻画的是事实语句的推理有效性，而规范语句与事实语句有明显的区别，因此，用真值语义学来刻画规范推理的有效性，就必然面对约根森难题。问题并未就此终了，正如金岳霖指出：“事实上虽有不同的逻辑系统，理论上没有不同的逻辑。”约根森难题实际上在问逻辑之义是什么？约根森难题实际上也揭示了经典逻辑不能充分表达基于内涵推理与语用推理的复杂的法律论证与推理。逻辑是对有效推理规则的研究，如何回答好约根森难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逻辑的重要任务与使命。
二、涵摄与例推难题
基于制定法的法律论证存在涵摄难题。事实涵摄（subsumption）是对个案事实是否符合法律中的构成要件作出裁决。事实涵摄不是概念的分析与推演，而是对事实的法律评判。正如拉伦茨指出：“作为法律适用基础的涵摄推论，并不是将外延较窄的概念涵摄于较宽的概念之下，毋宁是将事实涵摄于法律描述的构成要件之下。”涵摄不是寻求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包含关系，而是寻求事实与概念、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法律与事实间的目光流转”，是在事实和规范之间的“等置”。事实涵摄包含价值评价与利益权衡。尽管法律设定了评价标准与尺度，但法官有可能对当事人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要件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有可能对事实的重要性程度及法律意义作出不同的评判，对案件作出不同的归类与裁决，且其孰是孰非有时难以判断与评价。因此，尽管有统一的制定法，但并不能确保事实涵摄的同一性或一致性。
基于判例法的法律论证存在例推难题。在司法中，有时面临多个先例，相互争夺对当前案件的支配力，需要法官进行区别性判断(distinguishing)，判断本案与先例是否存在区别，以决定遵循先例还是区别先例。没有两个案件是完全相同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当前案件是遵循先例还是区别先例，是由法官判断当前案件与先例之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在法律上何者更为重要而决定的，法官有可能对当前案件与先例的相同点或不同点的重要性程度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从而作出完全不同的例推与裁决。因此，尽管确立了遵循先例原则，但并不能确保例推或类推的一致性，且其孰是孰非也难以判断与评价。
应当指出，涵摄难题与例推难题是法律论证的小前提证立难题。金岳霖指出：“积极地说，逻辑就是‘必然’；消极地说，它是取消矛盾。”但逻辑只解决名与名之间、概念与概念之间的一致性问题。涵摄是名与实之间、概念与事实之间、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例推是个案与先例之间、个案事实与先例规则之间的一致性问题。逻辑不能解决“名与实”与“实与实”一致性问题，不能提供名与实、实与实之间的一致性判断标准，不能解决案件事实与法定构成要件之间的一致性争议问题，也不能解决个案与先例之间的一致性争议问题，因而不能解决涵摄难题与例推难题。
三、德沃金唯一正解难题
在司法中，人们争论的问题之一就是法律问题有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指出，由于有“整全性的法”存在，即使是疑难案件，也有“唯一正确的答案” （single right answer）。这一答案或者从法律规则中获得或者从法律原则中获得。即使在疑难案件中，法官也不应诉诸自由裁量权而应在作为整全性的法律框架之中，通过建构性阐释（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以寻求唯一正解，这就是德沃金唯一正解问题。
在司法中，法官们在解释法律与适用法律上会有意见分歧或争议。法官们有可能确立完全不同的权威性大前提作为裁决理由；有可能对法律概念作出不同的解释，对法律含义或意思及文字所蕴含的“事物本然之理”作不同的探寻；或者在法律未作规定或者可以这样决定也可以那样决定时，各自运用自由裁量来填补法律空白或漏洞；或者只考虑一般规则而不考虑其例外情形，以此为裁判理由作出不同的裁决。因此，即使有统一的制定法也不足以确保释法与裁决的一致性即法制的统一性。在普通法系国家，遵循先例原则也不能完全确保裁决的一致性即法制的统一性。因为法官们有可能识别和适用完全不同的权威性先例，并以此作出不同的裁决。
法官承担依法裁判义务和公平与公正裁判义务，但实在法是开放的、非协调的、不完全的，不可能为每个具体案件都准备好现成答案。在审判案件中法官受制定法的约束，但法官对制定法具有广泛的解释权与酌处权，法官们承担着这样的职责：澄清法律疑义、平衡法律冲突与填补法律空白。法官们有权确定法律是什么，他们是“活着的法律宣示者”。在英美法的判例制度中，尽管在审判案件中法官受先例的约束，但法官在决定是否遵循先例方面具有广泛的酌处权，有权决定何时遵循先例、区别先例、创制先例与推翻先例。法官们有权从先例中抽象出基本的原则即判决理由，并且有权确定这些原则将要运行和发展的路径或方向。因此，尽管实在法与公平正义原则有助于构成司法评价主观自由游动的障碍，但最终也无法阻止法官个人的自由裁量，因为它们也是法官自由裁量的对象，存在着发生意见分歧与争议的可能。
有分歧与争议不等于不存在正确答案。但没有正确答案的标准，就谈不上有正确答案，更谈不上有唯一正确答案。因此，唯一正解的问题就是唯一正解的标准问题。唯一正解理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是否存在唯一正确标准？应当指出，唯一正解的标准是可争议的，因此，唯一正解是可争议的。这些司法裁决可以放在正义的天秤上进行衡量，但这些衡量标准进一步面临着进一步的正义选择与争议。在通常情形下法律的正义之路是没有冲突的，但有时这些正义之路分岔了，有的正义之路通向这样一个正义，有的正义之路通向另一个正义，在这些正义追求之间就必须作出选择。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不存在使结论具有必然性的无可辩驳的‘基本原则’，所以通常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通过提出似乎是有道理的、有说服力的、合理的论据去探索真理。”应当指出，德沃金唯一正解难题是法律论证的大前提证立难题。逻辑提出了法官释法与裁决的内在一致性要求，但未能提供解决其冲突的选择与平衡标准，因而不能消除法官意见分歧与争议，不能终结其唯一正解难题。
四、明希豪森困境
在法律论证中，面临阿尔伯特所说的“明希豪森的三重困境”。德国法学家阿尔伯特指出，任何命题都可能遇到“为什么”之无穷追问的挑战。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要求对一切命题都加以证明，就必然产生两种情况：其一陷入无穷后退，其二陷入循环论证，无穷后退和循环论证都不是证明。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某个主观选择的节点上终止论证。这三种情况被阿尔伯特称为“明希豪森的三重困境”。
在司法中，对判决理由进行证立是必要和必需的，是法律论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法律论证的关键。司法裁决的最终走向取决于对这些裁判前提或理由的确立与选择。法律获取或理由确立是可争议的，在疑难案件中涉及选择时更是如此，要避免公众合理的怀疑就必须对有争议的前提或理由进行证立。图尔敏认识到了对判决的争议不但来自于对推论的争议而且来自于对前提的争议。他在《论证的使用》中指出不但结论需要证立而且前提受到质疑时也要予以证立。寻找正确答案是摆在每一个裁判者面前的迫切任务。人们普遍地认为，不可能通过无穷后退或循环论证的方式来寻找正确的答案，也不能因为无法找到绝对正确的答案，而把裁决交给法官无根据的专断或无理由的武断。法官作出的裁判及其理由能够回溯到实在法规则与原则上，外部证立链条最后能终止于既有法律之内，这是司法判决追求的目标，也是判决证立的一个标准。应当指出，虽然制定法存在开放性结构，但制定法原则与精神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与指引着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要尽力从法律上回答所有的法律问题。但制定法并没有为具体案件提供现成答案，如何证明判决理由是成立的，最终在何处结束裁决论证的链条，是需要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解决的。因此，法律论证本质上属于实践推理的范畴。佩雷尔曼强调证立或说服的标准是“普遍听众”的认同；德国学者阿列克西强调法律论证的正确性是因为它能够在有效法秩序的框架内被证立是符合理性的；瑞典学者佩策尼克提出了法律论证的“深度证立”（deep justification）和“审慎的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标准与要求。
如何走出明希豪森困境是法律论证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明希豪森困境是判决理由的可证立性难题，因而是判决的可证立性难题，也是法律论证的终极之困。在司法裁判中，判决证立最终是对判决理由或前提的证立。应当指出，逻辑难解法律论证的明希豪森困境。逻辑可以用于法律论证与推导，是论证与推导的工具，但它对其前提与理由却无法作出选择，不能提供前提或理由的选择与评价标准，因而不能消除关于前提或理由的分歧与争议，不能终结对前提证立的追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姆斯在《普通法》中开篇说道：“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对时代需要的感知，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不管你承认与否，甚至法官和他的同胞所共有的偏见对人们决定是否遵守规则所起的作用都远远大于逻辑三段论。” 
� 研究项目：本文研究得到中国政法大学校级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资助（项目号：司法裁决证立问题研究20116037）。


� 王洪，中国政法大学逻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 王洪：“法律逻辑：回顾与展望”，载《政法论丛》2009年第6期。另外两种论证与推理是：一事实推理（factual inference），即发现事实，确定事实是什么，二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即获取法律，确定法律是什么，获取可资适用的判决理由。判例法框架下的判决论证，属于判例法推理（reasoning from case law）的范畴；制定法框架下的判决论证，属于制定法推理（reasoning from statute law）的范畴。


� 《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将justification定义为：“为某人的行为或疏忽出具合法的或充分的理由”。


� Neil 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Clarendon Press, 1978, p.272.


� M．J．Detmold, “Law as Practical Reason”，from Aulis Aarnio ,Neil MacCormick, Dartmouth ed., Legal Reasoning, Vol.I,1992.


�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司法判决证立标准问题研究；二是在上述标准要求之下的司法判决论证模式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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